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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生鲜农产品（主要指蔬菜与水果）是我国居民食用频率最高、食用数量最大的一类初级农产品。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蔬菜与水果消费量分别达到100.2公斤、55.1公斤，远超

城镇居民人均谷物、薯类、豆类等粮食112.6公斤的消费水平。同时，生鲜农产品也是生产组织化程度

低、病虫草害多发、受农药残留威胁较为严重的一类初级农产品（周洁红，2009）。以叶菜为例，2015
年有文献报道广西桂林市叶菜农药残留检出率为 64.4%、超标率达 21.1%，湖北荆门市检出率为

54.43%、超标率达 45.57%，河北廊坊市检出率为 29.03%、超标率达 14.52%，杭州市余杭区检出率为

16.7%、超标率达8.37%，表明我国生鲜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普遍存在且较为严重（郝世宾，2015）。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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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既与农户施用违禁农药有关，也与不规范施用农药行为有关。加强农户安全

生产行为的产地监管，科学引导农户规范施用农药，是消除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重要途径，也是当

前农产品质量监管部门最主要的任务（Panuwet，2012；代云云，2012）。因此，如何科学设定政府对生

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包括对农户抽检次数、每次抽检农户比例和相应处罚力度，已成为当

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领域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开展过较多研究。国外学者认为，在农产品质量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广大消费者利益的代表，需要对农产品供应链实施监管，特别是质量关

键控制点的严格监管，才能有效激励与约束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Hobbs and Young，2000；Tobin，
2012）。然而，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对大批量小规模分散农户的非标准化生产行为难以控制（郝

利，2013；童霞，2014），在农产品产地对农户施药行为实施监管客观上存在较大困难（王常伟，2014），

最主要的障碍是监管成本过高，因而我国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量，当前主要集中在批发市

场与农贸市场等流通环节（Osteen and Fernandez，2013；黄文芳，2014；倪国华，2014）。实际上，监管力

度是决定监管成本的基础，只有科学设定产地监管力度，才能客观比较产地监管成本与流通监管成本

的大小，才能为政府合理选择监管环节提供客观依据。而且，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难以全面有

效建立的情况下，选择流通环节对农药残留超标问题进行监管，并不能对生产环节的农户施药行为产

生约束作用，导致当前流通环节的监管效果不尽理想（费威，2013），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依旧严峻（华

红娟，2012）。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利益驱动是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王建华，2015）。如费威

（2013）和张耀钢（2004）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了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制约因素，前者基

于供应链利益博弈的视角，认为提高规制水平的同时必须匹配以相应的惩罚概率，后者则把农户逆向

选择的动因归结为政府监管力度过低导致农户预期收益远大于预期成本（主要是政府对农户的处罚

成本），认为建立激励惩罚机制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监管效果（黄祖辉，2016）。郝利和李庆江（2013）在

调查农户对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所带来的收益的认知情况时发现，施用高效低残留农药被认为是引

起生产成本增加的首要因素；杨晓明（2009）利用博弈工具分析不同质量农产品的成本和收益，发现通

过补贴和质量监管机制可以影响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陈思和罗云波（2010）也运用博弈方法探讨激

励不相容食品安全监管的弊端。运用成本收益原理和概率统计方法，以蔬菜农药残留为例，定量研究

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有效约束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对化解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可为今后进一步分析比较产地监管与流通监管成本的大小提供客观依据。

二、理论分析框架

1. 蔬菜种植户违规施药行为分析

按照蔬菜生产的目的性，农户生产行为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给性生产行为，其生产目的

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收益，自给性生产农户会尽最大可能保证蔬菜质量安全以满足自身和家庭消费，无

须政府采取任何监管措施；另一类是商品性生产行为，在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监

管来约束农户的逐利行为，商品性生产农户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保证蔬菜产量和品相，就会有意或无

意识地违规施用农药，导致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因此，商品性生产农户才是政府需要着力监管的生产

对象。由于蔬菜具有鲜活易腐、不耐贮运、销售期短、附加值低等特点，蔬菜销售必须具有相对稳定可

靠的流通渠道，导致商品性蔬菜生产基地一般呈集中连片式发展，而不是分散分布。据国家发改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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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在编制《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时统计，全国露地蔬菜栽培面积≥10万亩、年外

销量≥10万吨、人均占有量≥350公斤的重点县（市、区）有368个；日光温室与大中棚面积≥3万亩、年

外销量≥15万吨、人均占有量≥350公斤的重点县（市、区）有204个；加上西藏、青海与上海三个特殊地

区8个蔬菜生产重点县（区），全国总计只有580个重点县（市、区），仅占全国31个省（市、区）2854个县

级区划总数的20%。其中，山东省有蔬菜生产重点区县61个、河北省有57个，仅这两个省份就占全国

重点区县的20%。因此，加强重点蔬菜生产区县商品性生产农户施药行为的监管力度，是保证我国蔬

菜质量安全的重要途径。

为防治病虫草害、保证蔬菜产量和品相，商品性生产农户违规施用农药行为，不仅表现在违规施

用高毒高残留禁用农药，还表现在违反农药操作规范施用非禁用农药：比如超浓度、超品种范围施用

农药；在同一生产周期内超次数反复施用同一种农药；不按规定温度、湿度、光照或通风等条件施用农

药；不按作物生长时节施用农药；不按农药休药期施用农药；不按要求选用施药器械与施用方式；不按

安全间隔期采收蔬菜等等（李培武，2014）。这些违规施药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药残留超

标，危害消费者健康。事实上，农户可以采取多种规范化的防治方式来保证蔬菜产量与品相。例如选

择抗性品种，加强田间管理，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或综合防治替代单纯的化学防治等等。农户之

所以不遵守农药操作规范或不采纳其它方式替代化学防治，其目的还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例如施

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可以节约购药成本；超浓度施用农药可以减少用药次数；不参加农技培训可以减少

学习成本；不采用高温闷棚的方法防治线虫、根腐、枯萎等土传病害，可以减少劳动投入等等。商品性

生产农户的这种违规行为，在蔬菜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管，不仅会通过

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谋求更多经济利益，不断向市场供应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而且还会损害遵守农

药操作规范农户的利益，使得这部分农户不得不加入违规施药的行列，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柠

檬市场产生，从而进一步加剧蔬菜质量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蔬菜产地监管，切实规范商品性生

产农户的施药行为。

2. 违规施药行为的监管力度分析

从政府监管角度来看，蔬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的监管力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采收上市环

节按蔬菜品种对行政管辖区域内农户随机抽样检测的数量（抽检比例与抽检次数），二是发现农户违

规施用农药导致残留超标后，以超标蔬菜种植面积为单位对当事农户处罚的倍数（处罚力度）。从农

户角度来看，前者可以归结为违规施用农药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概率），后者则是违规施药被发现后

受到处罚的严厉程度。当农户受到的处罚成本大于或等于农户违规施用农药所能获得的收益时，经

济理性的农户就会自觉停止违规施药行为，主动遵守农药操作规范。因此根据成本收益原理和概率

统计方法，政府可以科学设定农户施药行为的监管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蔬菜品种不同，其采收次数具有显著差异，监管力度还需要根据蔬菜品种差异进

行调整。按照种植茬数与采收次数是否一致，可将蔬菜品种区分为一茬一收和一茬多收两类。前者

指种植茬数和采收次数相同（一次性采收）的蔬菜，如土豆、大蒜、洋葱等；后者指种植茬数小于采收次

数（多次间隔采收）的蔬菜，如青椒、茄子、黄瓜等，两者在抽检次数设置方面有所差异。

（1）一茬一收蔬菜的监管力度分析

就一茬一收的蔬菜而言，农户违规收益π可以定义为：

π=s×p×q×θ （1）
式中 s表示蔬菜栽培面积，p表示蔬菜出园价格，q表示单位面积产量，θ表示农户违规施用农药的

86



经济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2· ·

收益率，即节约购药成本和节省施药工时所能获得的收益占蔬菜销售总收入的比率。

农户违规成本（政府对农户违规施药行为的处罚成本）可以定义为：

c=s×p×q×n×λ （2）
式中n表示农户违规施药导致农药残留超标后，以蔬菜种植面积为单位受到政府处罚的倍数，λ

表示农户违规施药导致残留超标被发现的概率，即抽检农户数量占管辖区内农户总数的比率。

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农户自觉停止违规施药行为、主动遵守农药操作规范的约束条件是政府处罚

成本大于或等于农户违规施药获得的收益，即 c≥π，那么农户违规施药被发现的概率为：

λ≥θ/n （3）
由式（3）可以看出，当违规施用农药的收益率θ越小、处罚倍数n越大时，政府需要抽检的农户数

量越少，产地监管成本也就越低。

根据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以及基层农业执法大队对蔬菜农药残留监管的实际执行情

况来看，当执法大队在产地发现某个种植户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往往只能对残留超标蔬菜采取就地

铲除的处罚措施，即生产实践中的处罚倍数n基本为1。由（3）式可知λ≥θ。因此，对于一茬一收蔬菜

品种，只要农户违规施药被发现的概率大于或等于违规施用农药的收益率θ，农户就会自觉遵守农药

操作规范。也就是说，假如蔬菜种植户违规施用农药的收益率是3%，尽管政府并不知道辖区内遵守

或违反农药操作规范的农户数量和具体户别，只要在蔬菜采收上市环节从每100个农户中至少随机

抽检 3个农户（即每个农户被抽中的概率均是 3%），一旦发现蔬菜残留超标后立即采取就地铲除措

施，就能确保当地一茬一收蔬菜的质量安全。

（2）一茬多收蔬菜的监管力度分析

就一茬多收蔬菜而言，如果每茬共采收m次，农户在每个采收时点获得的违规收益同样可以定义

为：

π=s×p×q×θ （4）
在这里q表示每个采收时点收获的单位面积产量。若政府在第k次采收时发现蔬菜农药残留超

标后，采取就地铲除的处罚措施，那么农户受到处罚的是本次和随后共m-k+1次采收的全部销售收

入，则农户的违规成本 c为：

c=（m-k+1）×s×p×q×n×λk （5）
如上所述，式中 n仍然等于 1。根据政府处罚成本大于或等于农户违规收益的约束条件可以推

出，政府在第k个采收时点对农户的抽检比例（即农户违规施药被发现的概率）λk 应设定为：

λk≥ θ
m - k + 1 （6）

如在第一次采收时进行抽检（k=1），则抽检比例λ1≥ θ
m - 1 + 1 ×θ= 1

m ×θ；如在第二次采收时进行

抽检（k=2），则抽检比例λ2≥ 1
m - 1 ×θ；如在第三次采收时进行抽检（k=3），则抽检比例；λ3≥ 1

m - 2 ×θ依

次类推，如在最后一次采收时进行抽检（k=m），则抽检比例λm≥ 1
m -m + 1 ×θ=1×θ。因此，在整个采收

期内农户抽检比例（概率）λ应为：

λ=∑
k = 1

m

λk ≥（1 + 12 + 13 + 14 + ... + 1
m - 1 + 1

m）×θ （7）
当采收次数m大于或等于10以后（Goldie，1916），根据欧拉定理（Liu，2015）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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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2 + 13 + 14 + ... + 1
m - 1 + 1

m
= ln(m) + 0.5772 （8）

所以，λ≥[ln(m)+0.5772]×θ （9）
其中0.5772为欧拉常数。令F=[ln(m)+0.5772]，则有：

λ≥F×θ （10）
在这里F是一茬多收蔬菜在整个采收周期内政府应该对农户实施的抽检次数。当采收次数m=1

时，则k=1，由（7）式可知，农户抽检次数F=1，抽检比例λ≥θ，表明一茬多收蔬菜的监管力度测度方法

同样适合一茬一收蔬菜的监管要求。

进一步推算还可以发现，当m=2时，F=1.5≈2；当m=3时，F=1.8333≈2；当 4≤m≤11时，2.0833≤F≤
2.9751，F≈3。由（9）式还可推得，当12≤m≤30时，3.0621≤F≤3.9783，F≈4；当31≤m≤80时，4.0112≤F≤
4.9592，F≈5。由此表明，当采收次数大于4次以后，随着采收次数的增加，当地政府并不需要显著地

提高对农户的抽检次数；而且无论一茬多数蔬菜采收次数是多少（一般不会超过80次），只要在整个

采收期内随机抽检2-5次，每次抽检农户比例（概率）大于或等于违规收益率θ时，就完全能够确保蔬

菜种植户违规施药受到的处罚成本大于或等于违规施药所能获得的收益，主动遵守农药操作规范。

当然，政府在哪几个采收时点进行抽检应当是随机的，以应对农户的投机行为。

因此，根据以上理论分析表明，无论是一茬一收蔬菜，还是一茬多收蔬菜，从生产实践中按蔬菜品

种调查获取农户违规施用农药的收益率θ，是合理设置蔬菜农药残留监管力度的关键。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

数据来自笔者于2016年4-5月在安徽和山东两地的农户调查，这两个省份在蔬菜品种结构、质量

检测状况及地理气候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调查对象主要是从事商品性蔬菜种植的农户，调查

地点是安徽和县与山东寿光两个大型蔬菜生产基地，产品供应全国各地消费市场。笔者在安徽和县

选择位处南部的姥桥镇、中部的历阳镇和北部的乌江镇，在山东寿光选择位处南部的孙家集镇、纪台

镇和中部的古城镇、洛城镇，在每个镇选择3个村，在每个村随机抽取20户进行调查，最终共获有效问

卷416份。

调查以入户问卷的形式进行，问卷内容包含蔬菜基地特征、农户家庭特征、蔬菜经营特征、农户施

药行为和政府检测情况五个方面。为求得违规施用农药的收益率，农户节省购药成本和施药工时的

违规收益是问卷的重点观测内容。众所

周知，农户不会自愿回答违反农药操作规

范所能获得的实际收益，甚至还会片面地

认为自己的施药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因

此，本次调查采取迂回的询问方式，在调

查人员详细解释各项安全操作规范后，采

用开放式二分选择法，分蔬菜品种依次询

问农户，严格按照农药操作规范施用农药

与原先施药方法相比，会增加多少生产成

本；如果农户不能清楚作答，则变换一种

提问方式，询问农户需要多少生产补贴才

表1 调查样本数据统计描述

样本基本特征
1.性别（1=男，%）
2.年龄（岁）
3.受教育年限（年）
4.蔬菜种植年限（年）
5.从事过非农工作（1=是，%）
6.参加生产培训（1=是，%）
7.蔬菜种植劳动力比例（%）
8.家庭蔬菜经营规模（亩）
9.全年种植茬数（茬）
10.每茬种植品种数（种）
11.家庭雇工（1=是，%）

和县
62.5

53.2（9.8）
5.7（3.8）
24.7（9.7）

34.1
21.6
76.5

6.7（3.8）
2
2

76.1

寿光市
62.8

50.0（11.1）
8.8（3.4）

22.3（11.3）
32.6
41.9
80.9

3.1（2.3）
2
1

25.6

均值/比例
62.0

52.5（10.3）
6.6（3.9）

24.1（10.5）
32.8
27.7
78.0

5.6（3.9）
2
2

57.7
注：①变量3基于以下假设：未上过学=1，小学=6，初中=9，高中/中
专=12，大学/大专=16；②变量7为家庭蔬菜种植劳动力数除以16-
70岁劳动力总数。③括弧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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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弥补规范操作所增加的购药费用和施药工时，确定受访者可接受的补贴成本范围，然后询问该范围

内的具体数值。最后，根据农户生产经营状况和遵守农药施用规范所增加的生产成本（或可接受的补

贴）计算违规收益率θ大小。

调查样本分布和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平均年龄52.5岁，学历以小学和初

中居多，蔬菜种植年限平均为24.1年，有32.8%的受访者曾从事过非农工作，家庭劳动力大多从事蔬

菜生产。其中，寿光市受访者参加蔬菜生产培训的比例明显高于和县，但和县受访者蔬菜经营规模更

大、家庭雇工更多且以短期雇工为主，种植茬数和每茬蔬菜品种个数由和县、寿光依次递减。从蔬菜

销售情况看，乌江镇的蔬菜主要供应南京市，其他乡镇则供应全国各地；两个地区的蔬菜销售方式以

自产自销（59.4%）和菜贩上门收购（40.6%）为主；农药施用方法主要依靠种菜经验（67.9%）、农药店指

导（63.5%）和农药说明书（26.3%）。此外，和县三个镇的受访农户认为执法人员来产地检测过蔬菜安

全生产状况的农户比例分别仅占40%、23%和8%，回答并不统一；虽然寿光市四个镇有超过90%的受

访者一致回答执法人员检测过蔬菜农药残留，但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政府产地检测的频率极低且大多

是形式化的，农户真正被发现农药残留超标且接受处罚的情况极少。可见，当地政府尚未对蔬菜农药

问题实施有效监管。

四、政府监管力度的定量测度

1. 和县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力度的测度

安徽和县的历阳镇和姥桥

镇以普通塑料大中棚与地膜覆

盖的栽培方式为主，亩均种植蔬

菜收入分别为 7002 元和 5785
元，全年一般种植两茬，春夏季

每茬种植两至三个蔬菜品种，秋

冬季普遍种植辣椒一个品种。

而乌江镇的部分农户仍沿用传

统的露天栽培方式，亩均收入水

平（3425元/亩）低于其他两镇，

全年种植两茬，主要种植芦蒿和

毛豆两种蔬菜。和县蔬菜种植

户违规收益率、抽检比例、采收

次数与抽检次数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和县主要蔬菜品种的

农户违规施药收益率均在 4.6%
以下，政府对农户抽检比例可以

设置在 5%及以下，抽检次数均

在4次以内。分蔬菜品种而言，一茬一收蔬菜是毛豆和芦蒿，尽管当地政府并不清楚管辖区内遵守或

违反农药操作规范的农户数量和具体户别，只要在采收上市环节从每100个毛豆种植户中至少随机

抽检2个种植户，从每100个芦蒿种植户中随机抽检1个种植户，一旦发现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立即采

表2 和县与寿光两地分蔬菜品种的农户违规收益率与抽检次数

地区

和县

寿光市

样本镇

历阳镇

姥桥镇

乌江镇

孙家集镇

纪台镇
古城镇

洛城镇

蔬菜
品种
番茄
辣椒
冬瓜
丝瓜
毛豆
辣椒

四季豆
香瓜
番茄
冬瓜
毛豆
芦蒿
毛豆
苦瓜
黄瓜
茄子
番茄
辣椒
丝瓜
黄瓜

违规收益率%
（θ）

3.757（0.042）
2.597（0.016）
2.090（0.020）
1.829（0.010）
1.558（0.020）
4.622（0.045）
3.804（0.049）
3.609（0.035）
2.847（0.010）
2.546（0.030）
1.524（0.022）
0.260（0.002）
0.165（0.002）
2.676（0.012）
2.622（0.009）
4.612（0.017）
3.807（0.018）
1.712（0.009）
3.306（0.019）
3.180（0.020）

抽检比例%
（λ）

4
3
3
2
2
5
4
4
3
3
2
1
1
3
3
5
4
2
4
4

采收次数
（m）

21
15
8
14
1
18
19
12
22
9
1
1
1
38
53
47
36
42
38
55

抽检次数
（F）

4
4
3
4
1
3
3
3
4
3
1
1
1
5
5
5
5
5
5
5

注：①收益率是当地种植户违规施药可获得的平均收益率，括号内的数值是标
准差；②采收次数为当地蔬菜种植户的平均采收次数；③抽检次数分别按式（3）
和式（8）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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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就地铲除措施，就能保证当地毛豆和芦蒿的质量安全。一茬多收蔬菜有番茄、辣椒、冬瓜、丝瓜、四

季豆和香瓜，采收期均在 2个月左右，采收次数差异较大，有 6-22次不等，抽检次数需要设定在 3-4
次，每次抽检农户比例依蔬菜品种不同而不同，具体需要从每100个不同蔬菜种植户中至少随机抽检

4个番茄、5个辣椒、2个冬瓜和2个丝瓜种植户，即可达到保证蔬菜质量安全的监管目标。

2. 寿光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力度的测度

山东寿光市的孙家集、纪台、古城、洛城四个镇主要采用冬暖式温室大棚高产栽培方式，户均经营

规模相对较小，但亩均蔬菜种植收入远高于安徽和县，依次为 31787元、47311元、24340元和 27889
元。与和县类似，寿光主要蔬菜品种的农户违规施药收益率同样在4.6%以下，政府每次对农户的抽

检比例可以设定在5%及以下。但采收次数远高于和县，抽检次数均需要5次。寿光蔬菜种植户违规

收益率、抽检次数、采收次数与抽检次数见表2。从蔬菜品种来看，寿光的蔬菜品种结构呈现鲜明的

地域特征。例如孙家集镇主要种植苦瓜和黄瓜，采收期为4-5个月，政府需要抽检5次，每次抽检农户

比例为3%；纪台镇主要种植茄子，其采收期长达7-8个月，政府需要抽检5次，每次抽检农户的比例为

5%；古城镇主要种植番茄、辣椒，其采收期为5-6个月，政府需要抽检5次，每次农户抽检的比例分别

为4%和2%；洛城镇主要种植丝瓜和黄瓜，采收期为5个月左右，政府需要抽检5次，每次抽检的农户

比例均为4%。需要说明的是，在整个蔬菜生产周期内，当地政府在哪个采收时点进行抽检应当是随

机的，以应对农户投机决策行为。

另外，从农户节省成本的角度分析还会发现，和县每个农户家庭每年平均种植蔬菜6.7亩，各种蔬

菜的平均违规收益率为 2.8%，每季蔬菜违规施用农药每亩可节约生产成本 151.23元，每年种植 2季

（茬），全年违规施用农药可节约生产成本2026.48元，占安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916.4元（屈冬玉，

2015）的20.4%；寿光每个农户家庭平均每年种植蔬菜3.1亩，各种蔬菜的平均违规收益率为3.1%，每

季蔬菜违规施用农药每亩可节约生产成本1027.9元，每年种植2季（茬），全年违规施用农药可节约生

产成本6373.0元，占山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882.3元（屈冬玉，2015）的53.6%。由此可见，在没有

实施产地监管的情况下，农户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违规施用农药行为不可避免，我国蔬菜农药残留问

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农户调查结论表明，政府对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管力度，需要按照当地蔬菜

品种、栽培方式和采收次数合理设定，蔬菜产量越高、采收周期越长、采收次数越多，农药施用量也就

越大，需要抽检农户的比例与次数也就越多。但当采收次数大于4次以后，采收次数增加并不需要显

著地提高政府对农户的抽检次数。从监管上限来看，在就地铲除农药残留超标蔬菜的处罚措施下，对

一茬一收蔬菜抽检1次、一茬多收蔬菜抽检5次，每次抽检比例设定在5%的情况下，就能够保证蔬菜

种植户违规施药行为受到的处罚成本大于或等于违规施药所能获得的收益，实现农户主动遵守农药

操作规范的目的。这为我国政府在蔬菜质量安全监管领域推广随机抽查制度、有效提高产地监管水

平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今后定量分析比较产地监管与流通监管成本的大小提供了客观基础。

加强蔬菜农药残留的产地监管，是从生产环节上化解蔬菜质量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

政府在实施蔬菜产地监管过程中，还需要做好四方面工作：第一，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在蔬菜生产重

点市县加强农药残留危害与蔬菜产地监管政策的宣传力度，及时公布对违规施用农药农户的处理结

果，逐步引导农户树立蔬菜安全生产理念，主动遵守农药使用规范。第二，要加强技术培训。要在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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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主产区深入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普及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与综合防治技术，引导农户逐

步减少农药使用量。第三，要加强基层监管队伍能力建设。要尽快出台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规范，

各区县农业执法大队要选配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实现监管责任网格化、现场抽查

规范化、检测手段电子化。第四，要建立“三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要按照2015年7月29日国务院

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和2015年9月28日农业部下发的《农业

部推广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开检

查处理结果”的基础上，还需要在蔬菜采收周期内随机选取抽检采收时点，以应对农户的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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